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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户活跃度以及客户流失是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面临的普遍问题。量化反馈是自我

提升类应用程序维持用户的重要手段。目前，关于比较性量化反馈对消费者使用行为的影响

及机制尚不清晰。平台应如何管理不同的反馈信息，才能促使消费者使用的难题亟须解决。

　　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考察比较性量化反馈对自我提升类

APP 使用意愿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机制，并探讨自尊、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采用 1
个健康类应用程序的二手数据和 3 个不同情境的实验室实验共 4 个研究验证假设。利用 Spss
26.0 进行逻辑回归，检验比较性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的主效应；采用 bootstrapping 分析验证中介

机制；运用 ANOVA 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 1 通过分析 7 万余名消费者真实运动的二手数据，发现与积极反馈相比，消极反馈显

著降低消费者对自我提升 APP 的使用意愿；在专注打卡应用 APP 的实验情境中，研究 2 揭示了

自我效能感在比较性量化反馈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由于消极反馈比积

极反馈显著降低消费者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减少使用意愿；此外，通过设计知识服务平台量化

反馈信息，研究 3 和研究 4 再次验证了量化反馈效应的稳健性；同时，研究发现利用平台推送干

预信息提升自尊或强化自我同情，消极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的负向影响会减弱。

　　研究在理论上证明了比较性量化反馈是否、为何以及何时影响消费者使用意愿，丰富了量

化自我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拓展了自我提升动机的前置因素。在管理实践上，研究结果

为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管理反馈信息呈现、预防客户流失风险、提升用户黏性，并促进消费者

实现自我提升目标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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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消费者渴望成就更好的自己 [1]，具有强烈的自我

提升意愿。在这一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企业为消费

者 提 供 了 各 种 自 我 提 升 类 应 用 程 序 ， 比 如 Fitbit、
Jawbone、华为运动、得到、番茄钟等。然而，自我提

升需要付出努力，如果没有强烈的参与动机或外部

刺激，消费者会逐渐减少或停止使用 [2]。因此，如何

引导消费者持续使用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对企业

来说至关重要 [3]。

量化反馈是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的一项重要功

能，是对消费者行为的测量结果或者完成多少活动

的反馈 [4]。通过对个体数据的准确追踪和可视化呈

现，量化反馈帮助消费者对自我行为进行动态监控

以及强化自我认知。企业也希望通过量化反馈提高

消费者的使用意愿，从而达到维系用户的目的。消

费者使用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得到的量化反馈结果

经常以比较的形式出现。例如，图 1 显示了在得到 APP
中，消费者看到的量化反馈：每天在得到 APP 学习的

时间比前一天多 (积极反馈 )，或者比前一天少 (消极

反馈 )。看到不同的比较结果，消费者是否都如企业

希望的那样的继续使用，还是在看到积极反馈和消

极反馈时，使用意愿是不同的。现有的理论并不能

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a) 消极反馈界面 (b) 积极反馈界面
 

图  1  消极反馈和积极反馈界面

Figure 1  Negative Feedback and Positive Feedback Interface

 
为了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通过二手数据

及实验方法，检验了比较性量化反馈对消费者使用

意愿的影响，并探索背后的理论机制，进而提出企业

在面临反馈结果的负面影响时可采取的干预措施。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量化自我与量化反馈

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中的量化反馈是消费者量

化自我的过程。量化自我是个体参与自我追踪的过

程，涉及生物、身体、行为或环境等信息 [5]。量化自

我主要有确定目标、获得反馈和反思数据 3 个阶段 [6]。

量化反馈是量化自我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量化自我

过程中，消费者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获取、跟踪和

分析自身相关的反馈数据，如体重、能量水平、情绪、

时间管理、睡眠质量、健康、认知表现、运动或学习

效果等，并根据反馈数据完成自我管理和自我反思，

进而采取行动以改变和完善自我的心理和行为 [3]。

虽然有关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的量化反馈与消

费者使用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但是消费者参

与量化自我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这

些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 4 个方面。①量化平台

和量化设备。在使用移动智能设备和可穿戴设备时，

消费者受到量化平台和量化信息的刺激，产生沉浸

状态，引发持续的参与行为 [7]。如果消费者感到平台

收集数据是无用的，或者维护量化设备变得困难，他

们便会放弃参与 [8]。②消费者的心理因素。消费者

参与量化自我可能持有不同的目标定向。掌握目标

定向 ，即力求发展和习得新的技能 ；绩效目标定向 ，

即希望获得比他人更优的活动绩效。在面对量化结

果时，不同目标定向的消费者，量化参与的持续意愿

存在差异 [2]。消费者的趋近或回避动机特质在不同

的信息框架下同样影响量化自我的参与 [6]。自尊水

平和消费者感知量化结果与预期不一致会同时影响

量化活动的参与 [5]。③量化反馈的数据呈现。向消

费者呈现个人量化的绩效数据，可以增加他们的坚

持意愿 [9]。同时，量化数据呈现特征，如呈现模式和

呈现类型共同影响消费者持续意愿 [3]。④量化数据

的社群分享。如果把消费者个人量化的绩效数据分

享给非亲密的朋友，会减少他们的持续参与 [9]。量化

数据分享的隐私担忧、和他人的竞争比较以及分享

前自我绩效的先验优越感都是消费者参与量化自我

的障碍因素 [10]。

综上，已有量化自我的研究主要从量化平台 [7] 和

量化设备 [8]、消费者心理因素 [5]、量化反馈数据是否

呈现 [9]、数据呈现特征 [3] 以及量化数据的社群分享 [10]

等视角展开。缺乏针对实践中广泛存在的量化反馈

数据比较对消费者参与行为的探讨。因此，本研究

聚焦于比较性量化反馈对消费者使用意愿的影响。

此外，已有量化自我研究大多关注可穿戴设备在改

善消费者健康方面的应用 [11]，即从更为广泛的情境

考虑，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反馈可以支持个人对自

己行为的反思，从而通过改变行为提升自己。因此，

本研究将量化自我的研究扩展到量化反馈在包括健

康改善在内的更广泛的自我提升情境中。 

1.2  自我提升

自我提升是指个体改善自己的特征、能力、技能、

健康状况或幸福 [12]。自我提升产品是促使消费者提

升某方面能力的产品，旨在帮助消费者在某项任务

中做得更好或改善自我，如提高健康水平、提升英语

能力或延长专注时间的应用程序等 [12]。然而，自我

提升需要付出成本，因为它依赖于资源的投入，并可

能导致情绪压力[1]，因此，消费者不会总是选择自我提升。

已有研究识别了影响消费者主动选择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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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消费者对自我提升产

品的兴趣。例如，当消费者处于社会拥挤状态时，会

激发他们的自我提升需求，进而增加自我提升产品

的使用意愿 [13]。而自我提升的动机受到环境的影响，

包括过去的威胁或失败、预期将来的困难或挑战 [14]。

在未达到自我控制行为标准而产生羞耻的负面情绪

时，消费者更关注以往的错误行为，将导致他们偏爱

自我提升产品 [15]。另外，如敬畏等积极的自我超越

情绪可以拓宽消费者的思想，引导其探索新的行为，

建立新的技能，从而产生提升自我的倾向 [16]。启动

金钱概念将提高消费者自我认知，使他们更关注自

身利益，最终导致对自我提升消费的偏好 [17]。权力

感也是影响消费者自我提升的重要因素 [18]。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消费者个体情

绪 [16]、自我认知 [17] 及社会环境因素 [13] 对自我提升产

品使用意愿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自我提升参与后

可能存在的行为改变。本研究通过验证比较性量化

反馈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的

使用意愿，以延展自我提升研究的新视角。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比较性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的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活动是个人因素、行为

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19]。个人因素包括认知、信

念、技能和情感，是驱动个体动机的核心 [20]。动机是

社会认知的典型特征，动机受到目标、进程感知、预

期结果和自我效能感等因素的影响 [19]，决定了人的

选择、努力、毅力和成就 [21]。量化反馈告知个体在目

标进程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目标的完成情况，帮助个

体有效实现自我管理，进而达到自我提升的目的 [14]。

当量化反馈为消极信息时，消费者自我评价为失败

或糟糕的表现，从而引发他们不自信，并构成自我威

胁 ，这种自我不足认知抑制了自我提升的欲望 [14]。

同时，行为退步的消极反馈使个体将目标任务视为

困难或挑战，认为自己并不具备追逐目标的能力 [22]。

如果丧失迎接困难或挑战的信心，个体将减少对成

功的期待，抑制自我提升的动力。与之相反，积极反

馈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信心，进而引导个体期待目

标实现，并鼓励个体将目标内化或整合到自我概念

中，随后的行为更致力于目标追逐，并获得成功。因

此，本研究认为，在自我提升应用程序显示历史行为

数据的比较反馈时，相较于积极反馈，消极反馈削弱

消费者自我提升动机，因而减少应用程序使用。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比较性量化反馈会影响自我提升类 APP 的使

用意愿。具体而言，相较于积极量化反馈，消极量化

反馈减少消费者的使用意愿。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能否完成某项活动的自信

程度，是个体在进行某项行为前所具有的信念、判断

或自我把握 [23]。自我效能理论强调人的自我效能感

会被改变，同时自我效能感改变个体的行为和促进

任务完成 [23]。在追求不同目标时，人建立和发展的

自我效能感不同，也就是说自我效能感信念不是个

体的整体特征，它在不同活动中存在差异 [21]。已有

研究发现，当学习者收到反馈时，重要的动机和情感

过程被触发，这些过程影响他们是否以及如何重新

参与学习活动 [22]。在比较性量化反馈中，积极反馈

会提升消费者对目标完成的信心，增加自我效能感。

当个体拥有高自我效能感时，他们具备处理障碍或

挑战的自信和积极的心理，进而将采取积极的使用

行为。与之相反，当消费者接受消极反馈时，会使他

们丧失完成任务的信心，即处于低自我效能感状态，

从而选择逃避或远离使用行为 [23]。综上所述，因为

比较性量化反馈影响了消费者完成目标的信心，即

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自我提升类 APP 的使用意愿。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自我效能感中介比较性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

的影响。 

2.2  自尊的调节作用

社会认知框架中，个人和环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可

以引导个体更好地应对学习中面对的挫折，这些学

习上的挫折会降低个体感知的自我效能感 [19]。此时，

外在环境的引导对消极的反应起到积极作用 [24]。

自尊是自我价值和美德的整体判断，是一种与自

我情感相关的评价 [25]。自尊意味着更多的自我价值、

自我喜欢、自我认可和自我尊重 [26]。当个体面对负

面反馈时，自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促使个体减

少负面情绪的困扰 [27]。自尊有助于个体采用更好的

应对策略来处理压力，从而坚持完成困难的任务 [25]。

自尊的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能力，

有助于个体建立心理资源，如自我效能感 [28]。自尊

还能激发个体注重通过自己努力进一步证明自己的

价值，更致力于自我提升 [29]。总之，自尊可以保护个

体免受消极反馈对自我信念的影响，进而坚持自我

提升。有关消费者行为领域的研究发现，当真实或

想象的负面产品触发情绪变化时，外在提升自尊的

干预能保护消费者免受负面自我信念的困扰 [30]。因

此，本研究提出，直接提升自尊的营销干预是一种切

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一干预，可以减弱消极量化反

馈所引发的自我效能感减少，进而维持自我提升行

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自尊调节比较性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的影响。

具体而言 ，相较于没有自尊干预 ，提升自尊干预时 ，

自我效能感对消极量化反馈到使用意愿路径的中介

作用被削弱。 

2.3  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自我调节理论强调个体为实现自我目标会对自

身想法、感受和行为进行调整和协调 [31]。该理论指

出，当个体感知现实与标准存在差异时，可以在与环

境互动过程中形成适应性机制，进而缩小或消除差

异 [32]。思维模式作为个体在环境中解释信息的认知

方式，是情景化的、可塑的。因此，在相关背景下，一

个简单的干预可以改变个体的心智 [33]。自我同情思

维即个体寻求友善、温柔的方式对待自己，是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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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使个体在面对困难时会与改善自我的愿望联

系，从而避免重复的错误或经历痛苦 [34]。

已有研究表明，一个人思考自己的不足或失败时，

自我同情是最有益的 [35]，因为自我同情思维能激励

个体改善自己的弱点 [36]。自我同情思维的个体会制

定更具体的计划达成目标 ，执行计划时更不会拖

延 [37]。此外，自我同情使个体更好地调节自己对挑

战的情绪反应 ，有助于挫折后重新投入目标的追

逐 [38]。一项预测大学生学习成就的研究发现，自我

同情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以更积极态度看待令人失望

的成绩，并拥有更多内在驱动力实现知识的精通 [35]。

在学术上，自我同情的个体在消极事件中承认自己

的价值，不被负面情绪所压倒，这类个体的掌握目标

倾向比绩效目标更明显，因为他们对失败的恐惧更

低，自我能力的感知更强 [36]，不会因为消极结果丧失

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总之，在面对失败时，自我

同情在保护个体自我效能感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39]。

由于自我同情有助于缓解消极量化反馈使消费者产

生的负面情绪，调节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H4 自我同情调节比较性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的

影响。具体而言，相较于没有自我同情干预，启动自

我同情干预时，自我效能感对消极量化反馈到使用

意愿路径的中介作用被削弱。

综上所述，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使用意愿

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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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模型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3  研究设计和结果分析 

3.1  研究 1：比较性量化反馈和使用意愿 (二手数据

证据 ) 

3.1.1  数据来源

研究 1 的目的是检验主效应，即相较于积极反馈，

消极反馈减少消费者使用意愿。本研究通过真实行

为数据分析验证假设。某保险企业为提升用户黏性，

在其健康类应用程序中为用户提供健康监测服务 ，

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每月健康评估、同步每日微

信步数、参与健康答题和早起打卡等。其中，每日运

动步数是最普遍的自我提升服务产品，本研究选择

每日同步的微信步数作为数据来源。截至 2023 年 6
月 27 日，该平台注册用户 78 113 名。在企业数据库

中，随机抽取 2023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3 日共 7 天的用

户步数打卡数据，共 546 791 条。其中，每日约 40 000
名用户同步微信步数参与打卡，图 3 为平台同步和未

同步界面。

  

(a) 同步界面 (b) 未同步界面
 

图  3  同步界面和未同步界面

Figure 3  Synchronous Interface and Unsynchronized
Interface

  
3.1.2  变量计算

图 4 为计步统计的量化反馈界面，该界面显示 7
天步数结果。在 7 天数据中 ，以第 7 天 (7 月 3 日 ) 消
费者是否参与步数打卡作为因变量 ，前 6 天步数 (6
月 27 日至 7 月 2 日 ) 量化反馈比较值作为自变量，初

步验证比较性量化反馈是否对消费者使用意愿产生

影响。

  

(a) 消极反馈界面 (b) 积极反馈界面
 

图  4  消极反馈界面和积极反馈界面

Figure 4  Negative Feedback Interface and Positive
Feedback Interface

 
因变量编码。以第 7 天是否参与步数打卡作为

实际参与行为的测量。如果消费者在第 7 天同步打

卡步数，则为参与，编码为 1；如果未同步打卡步数，

则为未参与，编码为 0。
自变量计算。为了全面反应消费者对量化反馈

结果的比较性认知，本研究采用两种方式来计算自

变量。首先 ，计算前 6 天步数中最后两日步数的差

值 (7 月 2 日减 7 月 1 日 ) 来定义比较性量化反馈结果，

该值越大，则比较性量化反馈越积极；反之，则越消

极。其次，滚动计算前 6 天步数后一天与前一天的差值

(如 6 月 28 日减 6 月 27 日 )，取 5 个差值的平均值 ，该

值越大，即整体趋势向上越明显，比较性量化反馈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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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反之，则越消极。 

3.1.3  结果与讨论

表 1 给出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在模型 1 中，以前 6
天最后两日步数的差值为自变量，第 7 天是否参与打

卡为因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消极反馈，积极

反馈显著增加用户使用 B = 0.049，Wald X2 = 10.379，p
= 0.001。在模型 2 中，以前 6 天步数滚动计算差值的

平均值为自变量，第 7 天是否参与打卡为因变量，分

析结果同样显示，与消极反馈相比，积极反馈显著增

加用户使用 B = 0.080，Wald X2 = 55.412，p < 0.001。在

模型 3 中，将最后两日步数差值和 6 天滚动差值的平

均值同时纳入模型，分析结果并没有改变，积极反馈

对于消极反馈来说，仍然显著增加用户使用 B = 0.125，
Wald X2 = 31.546， p < 0.001。为控制二手数据可能存

在的选择性偏差，模型 4 将 6 天中未打卡天数作为控

制变量 ，分析结果仍然显示 ，消极和积极反馈相比 ，

积 极 反 馈 显 著 增 加 用 户 使 用 B =  0.066， Wald X2 =
11.317，p = 0.001。H1 得到验证。

讨论。研究 1 通过真实的消费者行为数据，以 6
天中最后两日步数的差值和 6 天滚动差值的平均值

两种自变量测量方式，识别比较性量化反馈类型消

极或积极，验证消费者使用意愿。研究发现，比较性

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相

较于消极反馈，积极反馈显著增加使用意愿，为 H1 提

供了初步证据。为排除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接下

来，采取严格的实验方法检验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剖

析中介机制。 

3.2  研究 2：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机制检验

研究 2 的目的是在实验控制条件下，检验因果关

系，重复研究 1 的结果，并阐明潜在的机制解释以及

排除其他替代性可能。本研究认为相较于积极反馈，

消极反馈减弱消费者的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

进而降低消费者使用意愿。 

3.2.1  参与者与程序

参与者与设计。实验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8 日，在

Credamo 平台招募 204 名参与者，给予参与者小额金

钱报酬。由于平台直接排除未通过注意力检测样本

4 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200 份。参与者平均年龄为

30.300 岁，70.500% 为女性。采用两组组间设计，参与

者被随机分配到消极反馈组和积极反馈组。

实验过程。参与者了解以下背景信息：你计划每

日使用专注打卡 APP 任务管理功能，以提升工作 /学
习效率。消极反馈组获得反馈：今日任务完成 4 项，

比昨日减少 2 项；今日专注时长 120 分钟，比昨日减

少 60 分钟。积极反馈组获得反馈 ：今日任务完成

4 项，比昨日增加 2 项；今日专注时长 120 分钟，比昨

日增加 60 分钟。图 5 为消极反馈组和积极反馈组实

验材料。

变量测量。研究参考 SHIN et al.[40] 的使用意愿量

表测量使用意愿，包括 3 个题项，具体题项为“反馈

结果令我满意我想再次使用这款 APP”“我打算继续

使用这款 APP”“我将继续使用这款 APP”，α = 0.913。
参考 HAN et al.[41] 的 5 个测量自我效能感题项中的 3
个题项测量自我效能感，具体题项为“通过这个 APP
提升效率的信心”“利用这个 APP 执行计划的信心”

“坚持 APP 每日打卡的信心”，α = 0.887。同时，本实

验拟排除可能的替代性解释。首先，由于个体接受

消极反馈会威胁自我意识 ，从而降低反馈寻求 [42]。

因此，自我意识可能引发消极量化反馈效应的发生。

参考贾炜等 [43] 自我意识量表中的 2 个题项，私我意

识题项为“我反思自己的生活” ，公我意识题项为

“我关心我的表现”测量自我意识。其次，已有研究

显示，行为的追踪测量会引起参与者的压力和不安，

从而引发参与者的规避行为 [2]。为排除压力感和焦

 

表  1  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研究 1)
Table 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tudy 1)

参与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常量 1.889
(0.015)***

1.302
(0.011)***

1.889
(0.015)***

2.345
(0.020)***

自变量1

两日步数差值 0.049
(0.015)***

0.001
(0.018)

0.023
(0.019)

Wald X2 10.379 0.003 1.380

p 值 0.001 0.955 0.240

自变量2

滚动差值平均值 0.080
(0.011)***

0.125
(0.022)***

0.066
(0.020)***

Wald X2 55.412 31.546 11.317

p 值 < 0.001 < 0.001 0.001

控制变量 6天未打卡天数 − 0.698
(0.014)***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为  p < 0.01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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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感对使用意愿的影响 ，采用李东进等 [2] 的压力感

量表测量压力感，题项为“在回答问卷过程，我感到

紧张”，采用焦虑感量表测量焦虑感，题项为“在回

答问卷过程，我感到焦虑”。随后，参与者完成操纵

检验题“相较于昨天，今天的专注任务是减少 /增加”。

实验中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法 ， 1 为非常

不同意 /非常少，7 为非常同意 /非常多。最后，参与者

填写个人信息。 

3.2.2  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积极量化

反馈组对反馈的积极评价明显高于消极反馈组，M积极

= 5.990， SD = 0.990； M消极 = 3.280， SD = 1.471； t (198) =
15.286，p < 0.001，Cohen′s d = 2.161。因此，比较性量化

反馈操纵有效。

使用意愿。以使用意愿为因变量、比较性量化

反馈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与预期一致，消

极量化反馈组使用意愿明显低于积极反馈组，M消极 =

5.497， SD =  1.256； M积极 =  5.937， SD =  0.910； F(1 198)  =
8.052，p = 0.005。

自我效能感。将比较性量化反馈作为自变量、

自我效能感作为因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消极反馈显

著降低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M消极 = 5.320，SD = 1.270；
M积极 = 5.820，SD = 0.976；F(1 198) = 9.741，p = 0.002。

替代性解释。将比较性量化反馈作为自变量，自

我意识、紧张和焦虑作为因变量。检验结果表明，消

极反馈并没有显著增强参与者的自我意识 ，M消极 =
5.570， SD =  0.893； M积极 =  5.360， SD =  1.025； F(1 198)  =
2.385，p = 0.124。消极反馈也没有显著增强参与者的

紧张 M消极 = 2.720，SD = 1.525；M积极 = 2.610，SD = 1.576；
F(1 198) = 0.252，p = 0.616。但消极反馈显著增加参与

者的焦虑情绪 M消极 = 2.750， SD = 1.617； M积极 = 2.270，
SD = 1.448；F(1,198) = 4.890，p = 0.028。

中介效应检验。为了验证比较性量化反馈通过

自我效能感影响使用意愿，并排除可能的替代性解

释 ，使用 Spss  PROCESS 的中介 bootstrapping 程序 [44]。

将比较性量化反馈作为自变量，使用意愿作为因变

量，自我效能感、自我意识、紧张和焦虑情绪同时纳

入中介变量。图 6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路径系数显示，

比较性量化反馈通过自我效能感对使用意愿影响的

间接效应显著 b = 0.386， SE = 0.131， 95% 置信区间为

[0.138, 0.646]。比较性量化反馈对使用意愿影响的直

接效应不显著 b = 0.051， SE = 0.090， 95% 置信区间为

[− 0.126, 0.229]。同时 ，自我意识的 95% 置信区间为

[− 0.055,  0.013]； 紧 张 的 95% 置 信 区 间 为 [− 0.025，
0.019]，焦虑的 95% 置信区间为 [− 0.019, 0.073]，间接

效应均不显著，H2 得到验证。

结果讨论。研究 2 的实验室实验再次证明比较

性量化反馈影响消费者的使用意愿，并揭示了引起

效应发生的原因是消极量化反馈降低了参与者的自

我效能感。同时，研究排除自我意识、紧张和焦虑负

面情绪的替代性解释。在揭示中介找到过程的证据

之后，研究操纵自尊，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检验理论模

型并验证 H3。 

3.3  研究 3：自尊的调节作用

前两项研究表明，比较性量化反馈影响消费者自

我提升 APP 的使用意愿以及该影响背后的自我效能

 

(a) 消极反馈组实验材料 (b) 积极反馈组实验材料
 

图  5  消极反馈组实验材料和积极反馈组实验材料

Figure 5  Negative Feedback Stimuli and Positive
Feedback Stimuli

 

比较性量化反馈
(消极 = 0, 积极 = 1)

自我效能感

使用意愿

b = 0.500(0.160)** b = 0.807(0.038)***

直接效应：b = 0.051(0.090)

95% 置信区间 [− 0.126, 0.229]

间接效应：b = 0.386(0.131)

95% 置信区间 [0.138, 0.646]

注： **为  p < 0.050，下同。

图  6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 2)
Figure 6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Study2)

第  4 期 李　季等：比较性量化反馈对自我提升应用程序使用意愿的影响 21



感机制解释。在研究 3，提出平台可以实施的信息干

预措施以预防消极反馈带来的潜在风险。本研究认

为，如果平台提示信息有效提升消费者的自尊，将削

弱消极量化反馈对持续使用意愿的负面影响。为检

验结论普适性，本研究将实验情境更换为知识服务

平台，以周为单位展示反馈信息，将量化反馈数据以

百分比形式呈现。通过操纵自尊验证这一干预措

施。 

3.3.1  被试与程序

参与者与设计。实验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20 日 ，

通过 Credamo 平台 ，招募了 306 名参与者 ，给予小额

金钱报酬。由于 6 名参与者未通过注意力检测，最终

获得有效样本 300 份。平均年龄为 30.750， 66.300%
为女性。研究采用量化反馈 (消极和积极 ) 与自尊

(控制和提升 ) 的 2 × 2 组间设计。

实验过程。首先，请参与者想象：最近在某知识

服务平台上学习以提升自我。消极反馈组参与者阅

读信息：本周学习时长比前一周减少 48%。积极反馈

组参与者阅读信息：本周学习时长比前一周增加 48%。

两组均呈现知识服务平台 APP 的反馈界面。参照

GREWAL et al. [30] 自尊操纵，在积极自尊组，参与者看

到的自尊干预信息为“本周的你会比上周更优秀。

你很棒，你一定可以的！”。在控制组，参与者看到

的天气信息为“今天天气，晴，最高温度 35 ℃，最低

温度 26 ℃”。
变量测量。参考 SHIN et al.[40] 使用意愿量表测量

使用意愿，具体题项为“反馈结果令我满意，我想再

次使用这款 APP”“我打算继续使用这款 APP”“我将

继续使用这款 APP”，α = 0.842。采用 HAN et al.[41] 自

我效能感量表中的 3 个题项测量自我效能感，具体题

项为“坚持 APP 上学习，我的信心”“利用 APP 执行

计划，我的信心”“通过 APP 完成学习目标，我的信

心”，α = 0.847。另外，比较性量化反馈操纵检验题项

为“本周学习时长比上一周增加 /减少”，参考蒋舒阳

等 [45] 自尊量表中的 1 个题项检验自尊操纵，题项为

“整体来说，我对自己感到满意”。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法，1 为非常不同意 /非常少，7 为非常

同意 /非常多。最后，请参与者填写个人信息。 

3.3.2  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以比较性量化反馈和自尊为自变量，

比较性量化反馈检验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比较性量化反馈有显著的主效应，消极反馈组

比积极反馈组反馈信息明显更消极 M消极 = 2.380，SD =
1.482 ；M积极 = 6.270， SD = 0.924，F(1 296) = 761.852， p <
0.001。自尊没有显著的主效应 F(1 296) = 1.401， p =
0.238，交互效应显著 F(1 296) = 8.341，p = 0.004。以比

较性量化反馈和自尊为自变量，自尊检验为因变量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自尊主效应显著 M控制 =
4.040， SD =  1.409； M自尊 =  5.870， SD =  0.907， F(1 296)  =
11.241， p =  0.001。 比 较 性 量 化 反 馈 主 效 应 显 著 F
(1 296) = 189.370，p < 0.001 和交互效应显著 F(1 296) =
7.034，p = 0.008。结果表明，操纵有效。

使用意愿。以比较性量化反馈、自尊和二者交

互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预测使用意愿。分析结果显

示 ，比较性量化反馈作用显著 ，F(1 296) = 15.524， p <
0.001， η2 = 0.050；自尊作用显著 ，F(1 296) = 9.197， p =
0.003，η2 = 0.030；二者交互作用显著，F(1 296) = 5.146，
p = 0.024， η2 = 0.017。如图 7，有计划对比结果显示 ，

在控制条件组，消极反馈参与者较于积极反馈参与

者的使用意愿显著更低，M消极 = 5.400，SD = 1.122；M积极

= 5.978， SD = 0.715； t (296) = 0.578，小于 0.001。然而 ，

在提升自尊组，消极反馈对使用意愿的影响被消除，

M消极  =  5.893， SD =  0.653； M积极  =  6.049， SD =  0.634； t
(296) = 1.182，p =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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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自尊的调节作用 (研究 3)
Figure 7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Study 3)

 
自我效能感。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比较性量化

反馈对自我效能感主效应显著，F(1 296) = 20.053, p <
0.001， η2 = 0.063；自尊对自我效能感主效应显著 ， F
(1 296) = 6.986， p = 0.009， η2 = 0.023；两者交互效应显

著，F(1 296) = 9.487, p = 0.002，η2 = 0.031。有计划对比

结果显示，在控制组，消极反馈参与者自我效能感明

显低于积极反馈组 ， M消极 = 5.142, SD = 1.160； M积极 =
5.911，SD = 0.750； t (296) = 5.344，p < 0.001。然而，在提

升自尊组，消极反馈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反

馈参与者没有显著差异，M消极 = 5.724，SD = 0.865；M积极

= 5.867，SD = 0.669； t (296) = 0.989，p = 0.324。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采用 bootstrapping 程序 [44]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将使用意愿为因变量，比

较性量化反馈为自变量，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自

尊为调节变量。数据结果显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

著 ， b = − 0.385， SE = 0.150， 95% 置信区间为 [− 0.690，
− 0.127]。与 H3 一致 ，控制组 ，自我效能感中介比较

性 量 化 反 馈 对 使 用 意 愿 的 影 响 ， 95% 置 信 区 间 为

[0.252，0.738]。相反，实验组，自我效能感中介作用不

再显著 ， 95% 置信区间为 [− 0.063， 0.234]。H3 得到验

证。

结果讨论。研究 3 同样表明，消极反馈时，消费

者会减少自我提升 APP 的使用意愿。然而，当平台

通过提升自尊的信息干预，可以减少消极反馈的负

面影响。因为积极信息可以激活消费者自尊，提高

其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参与意愿。接下来，研究 4
将探索和验证自我提升平台其他的干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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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 4：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研究 4 的目的是检验 H4，即平台提示信息强化消

费者自我同情，将削弱消极反馈对使用意愿的影响，

以验证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与研究 3 相同，

利用知识服务平台为实验背景。在比较性量化反馈

信息以后，实验启动自我同情干预。 

3.4.1  被试与程序

参与者与设计。实验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21 日。

通过 Credamo 平台招募了 307 名参与者，给予小额金

钱报酬。由于 7 名参与者未通过注意力检测，最终获

得有效样本 300 份。平均年龄为 30.120 岁 ， 70.700%
为女性。研究采用比较性量化反馈 (消极和积极 ) 与
自我同情 (控制和强化 ) 的 2 × 2 组间因子设计。

实验过程。请参与者想象：最近在某知识服务平

台上学习以提升自我。消极反馈组阅读信息：本周

学习时长比前一周减少 48%。积极反馈组阅读信息：

本周学习时长比前一周增加 48%。两组均呈现知识

服务平台 APP 的反馈界面。参照 BREINES et al.[36] 操

纵自我同情，自我同情强化组参与者看到信息为“如

果你在学习中遇到挫折，你并不孤单。学习中遭遇

挫折是很常见的事。如果你认为自己做得不好，请

提醒自己：人都会遇到挫折，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控制组，参与者看到的天气信息为“今天天气，晴，最

高温度 35 ℃，最低温度 26 ℃”。
变量测量。与前面研究测量相同 ，参考 SHIN et

al.[40] 使用意愿量表测量使用意愿，具体题项为“平台

反馈让我满意，我想再次使用这款 APP”“我打算继

续使用这款 APP” “我将继续使用这款 APP” ， α =
0.851。采用 HAN et al.[41] 自我效能感量表中的 3 个题

项测量自我效能感，具体题项为“坚持 APP 上学习，

我的信心”“利用这个 APP 执行计划，我的信心”“通

过 APP 完成学习目标，我的信心”。另外，比较性量

化反馈操纵检验题项为“本周学习时长比上一周增

加 /减少” ，参考李雪灵等 [46] 自我同情量表中的 1 个

题项检验自我同情操纵，题项为“人都会遇到挫折，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所有题项均采用 Likert 7 点评

分法，1 为非常不同意 /非常少，7 为非常同意 /非常多。

最后，请参与者填写个人信息。 

3.4.2  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以比较性量化反馈和自我同情为自

变量，比较性量化反馈检验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比较性量化反馈有显著的主效应，消极反

馈组对反馈的消极评价明显低于积极反馈组 M消极 =
2.080， SD =  1.313； M积极 =  6.150， SD =  0.878， F(1 296)  =
1 015.692， p <  0.001。自我同情没有显著的主效应 ，

F(1 296) = 1.092， p = 0.297，交互效应显著 ， F(1 296) =
7.381，p = 0.007。以比较性量化反馈和自我同情为自

变量，自我同情检验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 ，自我同情有显著的主效应 ，M控制 = 5.380， SD =
0.953；M自我同情 = 6.110，SD = 0.938，F(1 296) = 45.581，p <
0.001。比较性量化反馈主效应显著，F(1 296) = 3.857，
p =  0.050， 交 互 效 应 不 显 著 ， F(1  296)  =1.221， p =

0.270。
使用意愿。以比较性量化反馈、自我同情和二

者交互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预测使用意愿。分析结

果显示，比较性量化反馈作用显著，F(1 296) = 11.298，
p =  0.001， η2 =  0.037；自我同情作用显著 ， F(1  296)  =
23.791， p <  0.001， η2 =  0.074； 二 者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 F
(1 296) = 4.400，p = 0.037，η2 = 0.015。如图 8，有计划对

比结果显示，在控制条件组，消极反馈参与者相较于

积极反馈参与者使用意愿显著更低，M消极 = 5.284，SD
=  1.043； M积极  =  5.764， SD =  0.657； t (296)  =  3.860， p <
0.001。然而，在自我同情条件组，消极反馈对使用意

愿的影响被消除，M消极 = 5.898，SD = 0.646；M积极 = 6.009，
SD = 0.617； t (296) = 0.894，p = 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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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自我同情的调节作用 (研究 4)
Figure 8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compassion (Study 4)

 
自我效能感。双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比较性量化

反馈对自我效能感主效应显著，F(1 296) = 25.090，p <
0.001，η2 = 0.078；自我同情对自我效能感主效应不显

著 ，F(1 296) = 2.936， p = 0.088， η2 = 0.010；两者交互效

应显著，F(1 296) = 6.273，p = 0.013，η2 = 0.021。在控制

组，消极反馈参与者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积极反馈

组，M消极 = 5.071，SD = 1.095；M积极 = 5.831，SD = 0.804； t
(296) = 5.313，p < 0.001。然而，在自我同情组，消极量

化反馈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得以缓解，M消极 = 5.898，
SD = 0.646；M积极 = 6.009，SD = 0.617； t (296) = 1.771，p =
0.078。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采用 bootstrapping 程序 [44] 进

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将使用意愿为因变量，比较

性量化反馈为自变量，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自我

同情为调节变量。数据结果显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显著，b = − 0.252，SE = 0.110，95% 置信区间为 [ − 0.483,
− 0.052]。H4 得以验证。

结果讨论。研究 4 再次证明了 H1 和 H2，同时，研

究 4 表明，尽管消极反馈显著降低消费者使用意愿，

但自我提升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启动自我同情的信息

干预，降低消极反馈的负面影响。 

4  结论

自我提升应用程序为消费者跟踪和了解量化任

务执行状态，提供大量丰富的数据信息，尤其将当日

与昨日数据进行时间维度的比较，或以可视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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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量化趋势。然而，消费者在比较反馈数据中会

形成不同的自我认知，并对后续使用行为产生影响。

本研究在自我提升情境下，聚焦于比较性量化反馈

如何影响消费者使用意愿，以及自尊和自我同情的

调节作用。

结合二手数据和实验，本研究证明以时间维度呈

现的比较性量化反馈影响消费者对自我提升应用程

序的使用意愿。具体而言，研究 1 表明，相较于积极

反馈，消费者看到消极反馈，会减少应用程序使用意

愿。研究 2 揭示了这一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是自我

效能感的减少，即消极反馈使得消费者在量化自我

过程中丧失完成目标的信心，这种自我不足的认知

抑制自我提升的动力。研究 3 和研究 4 进一步指出，

应用程序通过干预信息提升自尊，或者强化自我同

情，消极量化反馈的负面影响会减弱或消失，消费者

以积极心态参与量化自我。 

4.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从比较反馈视角拓展了量化自我参与

的前因探索。量化反馈是量化自我过程的重要阶段，

虽然已有研究在消费者持续参与量化自我的影响因

素方面为本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洞察，但是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于量化平台 [7] 和量化设备 [8]、消费者参

与量化的心理因素 [5]、量化数据的社群分享 [10] 以及

量化反馈的数据呈现，即是否呈现 [9] 和呈现特征 [3] 等

方面。较少关注个体量化反馈数据增加或减少的比

较对消费者使用意愿产生的影响。其中，在与量化

反馈相关的量化自我研究中，已有研究认为，呈现量

化反馈对于消费者坚持使用是有效的 [9]，然而本研究

发现如果量化反馈的结果是消极的，会对使用产生

负面影响。另外，与已有量化数据呈现特征的研究

不同 [3]，本研究发现不同的反馈方式对消费者使用意

愿产生的不同影响，并揭示了内在的理论机制。特

别地，本研究强调在呈现比较性量化反馈时，消费者

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意义。

其次，通过整合自我效能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以

及自我调节理论，本研究提出量化反馈效应的不同

调节机制，即自尊和自我同情。已有研究讨论量化

反馈对使用意愿影响的边界条件主要有自我建构 [3]、

量化信息分享 [9] 或测量结果公开程度 [2] 等。本研究

验证了自尊和自我同情对比较性量化反馈与消费者

使用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展

示自尊和自我同情的干预信息，消极量化反馈对使

用意愿的负向影响会削弱或消除，本研究为量化反

馈边界提供新的视角。

最后，对自我提升领域研究扩展与补充。已有关

于自我提升研究主要从消费者个体情绪 [16]、自我认

知 [17] 及社会环境因素 [13] 探讨自我提升动机。鲜有研

究关注自我提升参与后可能存在的行为改变。本研

究证明，消费者对比较反馈的数据十分敏感，反馈信

息可能改变自我提升参与后的行为。除此以外，已

有研究关注自我提升类产品选择，本研究将消费情

境拓展到不同的自我提升应用程序。 

4.2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管理者提供了一

定的指导和启示。

首先，研究强调反馈数据对消费者参与行为的重

要影响。针对不同的反馈，平台应采取多样化的管

理策略。量化反馈作为自我提升类应用程序的一项

重要功能，平台会对以往数据进行回顾比较或以可

视化方式呈现量化的变动趋势，以帮助消费者进行

动态监控、强化自我认知。然而，企业必须认识到量

化反馈的结果可能存在使消费者流失的风险。特别

地，当出现消极反馈时，消费者使用倾向会降低。因

此，应用程序针对不同的反馈应采取不同的管理策

略，规避数据反馈带来的潜在风险。如果量化数据

为积极反馈，平台可以采取强化鼓励措施；如果量化

数据为消极反馈，平台应给予自尊和自我同情的干

预手段。

其次，充分利用自尊和自我同情的干预信息，提

升用户黏性。本研究表明，虽然消极的量化反馈降

低了消费者的使用意愿，但是平台可以通过有效的

干预信息，减弱或消除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企业可

以设置量化反馈预警机制，当消费者的自我提升数

据表现为负增长时，及时给予提升自尊和强化自我

同情的信息提醒。比如，通过推送自尊信息，如“别

放弃，今天的你比昨天更优秀！”“你很棒，你一定

可以的！”或自我同情信息 ，如“人都会遇到挫折 ，

不要对自己太苛刻！”“路要一步一步走，坎得一个

一个过！”等。利用此类提升自尊或强化自我同情

信息，可以增强消费者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完成任务

的信心 ，促使继续使用 ，并最终实现自我提升的目

标。 

4.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情境模拟的实验室实验虽然可以保证研究

的内部效度，但是外部效度受到一定威胁。未来研

究可以增加真实的实验场景，如实地实验或准自然

实验方法，探索结论在真实行为而非意愿的推广和

应用。其次，本研究只关注个体历史维度的比较数

据，未来研究可以从社会交互的视角，探索与他人的

量化比较数据对个体行为影响。最后，未来研究还

可以聚焦其他量化反馈信息，如奖励的虚拟货币、徽

章等级，在自我提升应用程序中的设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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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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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er engagement and customer churn have been common challenges faced by self-improvement applications. Main-
taining a high user activity level is crucial for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these platforms, and quantitative feedback has emerged
as a vital tool in sustaining user engagement. However,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s of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po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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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feedback or negative feedback) on consumer behavior remain insufficiently understood. Whereupon the pressing issue is
how online platforms can manage different types of feedback effectively to encourage continued consumer usage.
　　Based on self-efficacy theory,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self-regulation theory,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effect of com-
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on the willingness to  use self-improvement  apps.  It  also delved into the underlying mediating
mechanism of  self-efficacy and explore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self-compassion. Four  studies  included sec-
ondary data analysis from a health-related application and three laboratory experimen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ested the hypo-
these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in Spss 26.0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main effect of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on us-
age intention. Bootstrapping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verify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and ANOVA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s.
　　Study 1, by analyzing secondary data on the real exercise behavior of over 70,000 consumers, found that compared to pos-
itive feedback, negative feedback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use self-improvement apps. In the context of
an  experiment  focused  on  check-in  app,  Study  2  revealed  that  self-efficacy  mediates  the  effect  of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on consumers′ usage intention. That is, negative (vs. posi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nsumers′
self-efficacy, thereby weaken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use the app. Furthermore, by designing quantitative feedback for a know-
ledge service platform, Studies 3 and 4 further validated the robustness of the quantitative feedback effect. Meanwhile, the re-
search found that when platforms send intervention messages to boost self-esteem (Study 3) or enhance self-compassion (Study
4), the negative impact of neg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on usage intention was weakened.
　　This research theoretically demonstrates whether,  why,  and when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 affects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use, enriching research on quantified self and self-efficacy. It also extends the antecedents of self-improvement
motivation.  In  terms  of  managerial  practice,  th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ing  feedback
presentation in self-improvement applications, preventing customer churn, increasing user retention, and promoting consumers′
achievement of self-improvement goals.
Keywords：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feedback；self-improvement app；use intention；self-efficacy；self-esteem；self-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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